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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丹麦作为一个创新大国，其活跃的创新活动背后是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本文以其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间的合作机制和相关制度安排为切入点，分别从丹麦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制度建设和创新主体间的互动方式入手，对其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和特点进行介绍和分析，以期为中国的创新体系完善带来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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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nmark is one of the most innovativ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n the core of its prosperous innovation activities stands its highly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n this paper, we aim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and features of the Danish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primari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ublic-private sectors interaction mechanism and by means of summarizing the main players’ roles,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player-interaction ways, and figure out some referable experience for Chinese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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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是世界上创新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该国只有500多万人口，但却拥有近5万家中小型企业，平均每100人就有一家，密度惊人，显示出了超常的企业精神。这些企业的研发经费占国家总投入的60%，相当于GDP的1.8%[1]。更重要的是，丹麦的科技领域带来的就业岗位占据了全国总量的41%之多，足见其对科技研发的重视程度[2]。因而，在当今我国举国创新的大趋势下，以丹麦作为学习对象，了解其活跃的创新活动背后的机制对我国创新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从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出发，针对公共和私有部门之间的互动、合作和协调机制，整理和分析丹麦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和特点，以期带来一些有益启示。

1国家创新体系
1.1国家创新体系的定义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创新体系”概念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Christopher Freeman于1982年在其所著《科学、技术和竞争力》中提出，并在1987年出版的《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经验》中正式理论化，强调国家在发展科技基础设施中应该扮演的作用。之后，“国家创新体系”概念由丹麦学者Bengt-Åke Lundvall发扬光大，并被用于描述技术和制度变化间的互相依赖关系[3]。以他们为代表，学术界涌现出了各种“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见表1。
表1 “国家创新体系”相关定义[4]
	定义
	学者
	时间

	（国家创新体系是）通过彼此互动而产生、引进、改进和扩散新技术的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的机构组成的网络。
	Freeman
	1987

	（国家创新体系是）在生产、扩散和使用新的知识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各种要素和关系。
	Lundvall
	1992

	（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系列机构的组合，它们间的互动决定了国家企业创新活动的绩效。
	Nelson, Rosenberg
	1993

	国家创新体系由影响一个社会技术变化率和变化方向的制度、机构和经济结构组成。
	Edquist, Lundvall
	1993

	国家创新体系就是一国境内公共和私有企业、高校和相关政府机构的互相作用组成的体系。这种相互作用可以是技术的、商业的、法律的、社会的和金融的，其目的是发展、保护、支持和管理新的科学技术。
	Niosi
	1993

	（国家创新体系是）决定一个国家的技术吸收率和学习方向的制度、激励结构和能力。
	Pate, Pavitt
	1994


虽然这些定义各有侧重，但都强调一些共同点。归结起来，可以将“国家创新体系”定义为：一国内由企业、高校、政府和其他公共和私有部门中相关机构组成的网络，基于机构间的互动和关系，在该国的社会、经济、法律政策环境下作用，以推动新科技的产生、学习、改进和扩散为目的。

1.2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特点
基于以上定义，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主要包括三个特点。
第一，国家创新体系是各种组织和机构的网络。这些组织机构作为一个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而存在，它们可以是公共部门，比如政府相关部门、国家实验室、公立高校和研究所，也可以是私有部门，比如私有企业、非政府组织NGO等，它们的规模也可大可小（大型跨国企业或者中小型企业），总之都是在各种经济或非经济的动机驱动下的行为主体。

第二，国家创新体系具有互动性。国家创新体系作为一个网络系统，在各个主体间建立连接，提供可以供信息流顺畅流通的环境，系统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的变动都会影响其他部分[3]。在一个联系紧密、信息通畅的系统中，一个行业或企业带来的技术变化会通过扩散作用影响到本行业或其他行业的后续技术创新；同时，政府对经济和产业的规划安排、相应的政策、基础设施投资等也都影响相关企业的技术发展路径。

第三，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是知识和技术的扩散、学习、吸收。一项技术创新成果是否能通过对生产方式、产品和服务的改进来影响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扩散情况。因而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目的和功能也都围绕着促进知识和技术的扩散，所有主体间的互动行为、政府对制度环境的塑造等最终都服务于扩散。

总之，国家创新体系是以推动科技创新成果的扩散为核心的，而促进科技创新主体间的互动则是主要手段。基于Freeman最初提出的“国家创新体系”概念，国家应该扮演的角色是构建一种体系，即通过提供资源和支持来促进各个科技创新主体间的互动，使科技创新成果和知识技术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最大化地传播和吸收，以此刺激创新活动，带来经济的繁荣。简而言之，有效的国家创新体系要求实现体系内各主体间的顺畅互动作用。丹麦国家创新体系的成功，正是得益于高效地实现了公共和私有部门中主体间的互动。
2丹麦的国家创新体系
2.1丹麦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
丹麦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主要包括四大类，分别是政府、公共科研机构、私有研发和技术服务机构、科技园。

（1）政府
政府相关部门主要由管理部门、协调建议部门与资金支持部门三个部分组成。其中，管理部门主要是丹麦高等教育和科学部，由丹麦科学、技术和创新部与高等教育部于2011年合并而成[5]。该部门负责科学、创新和高等教育这三个领域相关的政策制定、实施、管理、协调和互动，还负责制定跨部门的相关战略[6] [5]。

协调和建议部门是政府进行科技决策的关键主体。它们都以委员会的形式存在，主要成员除政府代表外，还包括学术界和私有经济与研发部门的代表。这种安排促进了政府和私有部门主体间的互动，在决策中纳入了它们的意见，是推动丹麦科技创新成果扩散的重要制度。丹麦政府协调和建议部门的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丹麦政府协调和建议部门[1]
名称
	职责
	成员组成

	丹麦研究协调委员会
	协调和推动各个创新体系中各主体之间的合作。
	代表来自丹麦校长会议、丹麦政府科研机构总监联合会、技术和创新委员会、私有经济和研发部门、学术界。

	丹麦科研政策委员会
	是高等教育和科学部部长在科研方面的主要顾问机构，其主要职能是提供有关科研经费分配、主要国内和国际科研项目实施、国家科研战略制定、评估丹麦在国际科研合作中的地位、以及科研人员的培训和雇佣方面的咨询服务。
	代表来自于学术界、私有经济和研发部门。

	丹麦独立研究委员会
	由针对各个研究主题和领域的子委员会（依据丹麦国家科研战略成立）组成。是丹麦研究协调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主要支持和资助各种从学术界自下而上申请提交的科研项目。
	代表主要来自学术界。

	创新委员会
	目标是讨论和鼓励与创新相关的事务，对丹麦的创新能力做出评估，并对国家推出的各种用以发展知识社会的战略和措施提供建议。
	代表来自公共部门、私有经济和研发部门。


政府的创新资助部门以各种基金会为主，它们的主要代表同样包括了学术界和私有经济与研发部门的成员。具体情况见表3。
表3 丹麦政府的创新资助部门[1]
	名称
	职责
	成员组成

	丹麦国家研究基金
	支持大规模的科研活动以及“卓越中心”（丹麦的一种科研资助机制，支持前沿性的科研[7]）的项目。
	代表主要来自公共部门，私有经济和研发部门的代表有时也会受邀参加其活动。

	丹麦（经济）增长基金会
	主要资助地方企业的研发项目，对相关的研发项目提供贷款，对前期项目提供财政帮助。
	代表主要来自公共部门、私有经济和研究部门。

	战略研究、先进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由原战略研究委员会、技术和创新委员会、先进技术基金会于2013年合并而成，整合了三个机构的职能）
	主要支持和实施科研项目，确保公有和私有科研部门之间的互动沟通，推动交叉学科的合作研究。
	代表来自学术界和私有经济和研发部门。

	
	对高等教育和科学部提出建议，负责管理《技术和创新法案》中做出了相关规定的项目，包括科技服务、科技孵化、产业研究方案、创新联盟和技术预测。
	

	
	主要通过支持领先的科学和创新来带动经济增长和就业。其支持的主要领域集中在生物、纳米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等领域。资助的决策需要对项目的以下情况进行评估：（1）商业化潜力（2）合作伙伴的参与情况，要求这些项目的参与者里有至少一个公共研究机构和一个私有企业（3）科学技术转化为实践的能力（4）合作伙伴对项目的共同资助情况。
	


（2）公共科研机构
丹麦的公共科研机构主要包括8所大学。另外，丹麦政府根据专业领域在不同地区设立了各种小型公共研究机构，如丹麦粮食和兽医研究所、渔业研究所、国家太空中心、交通研究所等。
高校和小型公立研究机构的研发投入分别占了全国总量的23%和7%，它们的执行委员会成员除了公共部门的代表外，还包括私有经济和研发部门的代表[1]。

（3）私有研发和技术服务机构

私有经济和研发部门是丹麦的重要创新主体，其研发投入占全国的57.8% [8]。同时，丹麦还有大量科技服务机构，它们致力于改善科研条件、促进技术转移转化并为企业的创新活动创造良好的环境。此外，产业协会也是重要的私有部门主体，例如“丹麦产业联合会”，其众多分支机构专门在各地处理与政府各方面的关系，以保障其成员的利益[1]。
（4）科技园
科技园是另一种科技创新支持单位，介于公、私有部门之间，是联结高校和企业的平台，支持知识型企业的创立和成长，为它们提供必要的场所和基础设施，促进知识和科研成果的转化[9]。而且，科技园还充当各创新孵化器的联合创始人。孵化器作为公共科研机构、私有部门和风险投资人间的中介，通过国家种子资本投资成立新企业，并提供咨询、培训、办公场所和管理方面的服务[10]。
丹麦创新体系主体的结构和关系如图1。

[image: image1]
图1丹麦创新体系主体的结构和关系[1]
2.2丹麦科技创新制度
首先，丹麦出台的创新战略都强调公共和私有部门间合作和知识成果转化。丹麦政府在2011年10月出台的总体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团结丹麦》（A Denmark that Stands Together）中提出建立新的公、私有部门伙伴关系[2]。2012年12月，丹麦又出台了创新政策的指导战略《丹麦——一个方案之国》（Denmark—a nation of solutions），重点强调知识的价值转化和有效地推动知识与科研成果的商业化应用[11]。
其次，丹麦制定了多部法律鼓励创新成果转化。如1999年的《公共科研机构发明法案》（Act on Inventions at Public Research Institutions，Act nr. 347），2002年的《技术和创新法案》（Act 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Act nr. 419），2004年的《技术转化法案》（Act on Technology Transfer，Act nr.483）等。这些法律允许公立科研机构对商业化的技术创新成果保留获利的权利；推动私有企业和公共科研部门之间的合作研发；允许公共科研机构自己组建企业（公有责任制），更授予了它们投资其他类似公司的权利，并作为股东影响其经营和决策[12]。
最后，丹麦政府还推出了众多支持创新的公共项目。这些创新项目包括创新券、创新合作社、开放式基金、创新网络项目、知识试点项目、产业博士项目、创新代理人项目等，服务于技术成果转化、企业资金支持、企业与科研机构的知识共享、企业与高校的联合人才培养、科技服务机构的支撑等创新中的重要环节[12]。虽然侧重各有不同，但它们都强调推动企业和公共科研机构的合作，以提高企业的研发和竞争能力。
2.2丹麦科技创新主体互动机制
如前所述，丹麦政府的协调建议和创新资助部门都有私有部门的代表，它们能够通过正式的制度安排经常性地参与各种研发和创新政策的制定。同时，丹麦出台的各种科技创新相关的战略、法律法规和项目无不鼓励公共和私有部门的互动。这些制度安排都有利于减少研发中的各种制度性障碍、降低成果转化的交易成本等。
具体地，丹麦私有部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参与公共部门决策：政策或项目的规划与设计、实施与评估，参与制定高校发展战略，创造创新激励环境。
（1）政策规划与设计
私有部门能参与国家层面上的技术预测。丹麦技术预测的工作主要由战略研究、先进技术和创新基金会承担，企业、技术服务机构和非公共科研机构等私有部门成员都可以通过在基金会中的代表参与技术预测，并提供建议。
另外，私有部门通过参与各个研究委员会的战略制定过程来影响科研政策和项目。一方面，它们通过在研究委员会中的代表直接参与决策；另一方面，各研究委员会和丹麦高等教育和科学部也经常组织各种研讨会，主动听取私有部门的建议。更重要的是，财政资源在各个技术领域中的分配都须先经过私有部门，收集到足够的代表意见后，再由政府的财政支持部门进行讨论审核[1]。
（2）实施与评估
在科研政策和项目的实施上，私有部门成员主要与高校等公共科研机构合作。分别代表私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丹麦产业联合会和丹麦校长会议一直在进行密切合作，对产业界和高校的合作提供建议，帮助技术成果实现市场应用。
此外，私有部门还参与项目评估。评估通常由高等教育和科学部负责，私有部门成员作为评估委员会代表参与评估过程并提出建议，帮助调整研究项目[1]。
（3）参与制定高校发展战略
私有部门通过在高校委员会的代表来影响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高校委员会负责任命学校的领导团队，且每年都对教育和研发战略进行重新审定[1]。因而，私有部门在高校的教学、研发和发展战略的制定中有一定话语权，能影响其中长期的教育和研发方向，以满足经济活动对技术和人才的实际需求。
（4）创造创新激励环境
公共和私有部门之间的互动还体现在私有部门对创新环境的影响和塑造上。私有部门主要通过发布报告、产业联合会或与政府的非正式关系来影响公共部门，间接地创造出利于创新的环境[1]。比如推动针对科研活动的减税、发展孵化器组织、宣传创业文化和企业家精神、开展学生实习项目来促进隐性知识的传播等。
最后，从具体形式上看，丹麦国家创新体系中公共和私有部门的主体间经常以四类形式进行沟通和互动，见表4。
表4公私部门主体间的沟通互动形式[1]
	公私部门互动形式
	特点

	常规对话
	频率较高，由政府决策者发起，重点讨论科研政策制定、实施中的问题，讨论如何创造有助于提高中长期科研能力的条件，比如消除制度障碍来促进科学家的国际流动和交流等。

	非正式参与
	发生在政策设计阶段，私有部门主要起顾问咨询作用，不直接参与政策制定。

	正式参与
	私有部门通过正式渠道直接参与科研政策的实施和评估过程，其代表参与公共科研机构和高校科研战略的审批程序。

	联合行动
	在行动层面，公、私部门一起采取措施来影响公共研究经费的使用安排，比如创新合作社和产业博士项目。


3丹麦国家创新体系的特点
3.1注重统筹与协调合作的创新主体安排
从创新体系的主体上看。首先，政府主管部门高等教育和科学部是不同部门合并和改组后的产物，将教育、研发和创新等职能和资源整合至一个部门，以便总体统筹管理和协调，综合考虑各个领域和国家整体的创新目标，有助于有效分配有限资源。
其次，丹麦成立了一系列协调、建议部门和财政支持部门，协调不同领域、部门和组织的关系和多元化目标，并对重要的科研领域和项目予以专门的经费支持。而且，它们中的大部分都由公、私两部门的代表共同组成，增强了政府决策的代表性，有利于在科研和市场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减少信息不对称和结构性不匹配问题以及对有限财政资源的浪费，促进公共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转移转化，使科研创新转变成经济竞争力。
最后，大量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促进了公、私部门的合作，为更多的科研创新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3.2强调不同创新主体互动合作的制度
首先，丹麦的创新战略都将交流与合作放在了很高的政策优先级上，强调充分发挥公共和私有科研部门各自的优势，以及将科研成果转化成产品、服务和对丹麦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力，为相关政策奠定了制度基础。
其次，相关法律法规着力促进合作和成果转化，从制度层面上鼓励科研机构了解企业的实际需求，促进企业到科研机构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从而帮助技术和市场实现对接。
最后，公共创新项目着重推进中小型企业和公、私研发机构的互动合作，提供了顺畅的获取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的渠道，推动大学和企业进行优势互补和人才共享。这些项目有助于促进隐性知识的传播，帮助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交易成本。
3.3制度化的公共、私有部门间互动机制
丹麦从制度上就将私有部门作为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方纳入到整个国家科研战略、政策和项目的决策体系中。私有部门通过它们在公共部门内的代表、各种产业协会或技术服务机构，以对话、联合行动、政策和项目的审批、评估等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合法地对科研战略的制定、科研经费的安排、高校人才的培养、税收和成果转化等方面产生影响，帮助塑造创新友好型环境，使国家的科研政策和公共科研机构的研发活动更贴近市场实际需要，使科研人才更了解市场情况，也减少了成果转化的制度性障碍等。
4丹麦国家创新体系的启示
综上所述，丹麦国家创新体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都是为了实现以企业、私有研发机构和技术服务机构等为代表的私有部门和以政府、公共科研机构、高校等为代表的公共部门之间的互动、协调与合作的最大化。这种互动的渠道越通畅，越有利于各种信息、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人才、资金和其他资源的流动和配置，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达到优化。对减少信息不对称、高效地统筹和分配公共资源、消除制度性障碍、降低交易成本等妨碍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问题都有积极意义。由丹麦的国家创新体系可以得到四方面的启示：

第一，政府科技创新管理机构的框架中应将作为市场主体的私有部门纳入决策体系，扩大决策代表性，使政府的相关制度安排和决策能充分体现市场的需求，使科研更有针对性，能真正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第二，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科技服务机构在创新和成果转化中扮演了润滑剂和桥梁的作用，帮助企业、科研机构、政府克服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为科研机构的成果找到市场，为企业的需求找到技术解决方案，降低了成果转化的交易成本。

第三，企业和高校应该建立更制度化的紧密联系。这一方面有助于将高校的注意力和教育方针更多的转移到培养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实际需求的人才，另一方面促进了企业和高校的联合人才培养，使得人才能既有科研能力，又熟悉市场需求，在实验室科研和产品服务应用之间架起桥梁。

第四，法律法规的制定应该服务于为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法律法规应对企业和科研机构提供制度性支持，破除妨碍合作和沟通的制度性障碍和限制，给科技创新主体创造宽松的环境，从而刺激它们的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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